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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能否进一步促进城市工业实现经济和环境双重效

益亟待研究。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非期望超效率EBM模型、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时空特征，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

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如下：①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总体呈波动性增长趋势，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现

象十分显著，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现象并存，空间非均衡现象仍然存在。②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地工业碳生产率，也会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工业

碳生产率释放促增红利，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

率的赋能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现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尚未发挥机制作用。④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

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因城市区位与创新环境差异而存在空间异质性，如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具有辐射带动效应，而高人才集聚区则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应重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破除城市“各

自为战”的治理方式，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城际绿色协同治理体系，突破地理边界以形成区域工业减碳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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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同时确

定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方针。数

字经济赋能“双碳”目标的作用场景及实现机制成

为目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依托数字基础设施较

为完善、国内市场大、数据要素丰富等优势条件，中

国数字经济与社会各领域的多维融合程度不断深

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效率

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激励效应 [1,2]。中国信通院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 万亿

元，占GDP比重为38.6%，增长速度远高于GDP，数

字经济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随着数

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生产要素结构发生了重大

改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这一新兴

投入要素与资本、劳动、土地等置于同等重要地

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与

行业的结合，催生了一系列数字化产业新业态，对

传统行业产生颠覆性冲击，当然也为绿色发展提供

了新的方式和机遇，为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带来了

新视角 [3]。2021 年 9 月，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

论坛指出，数字化技术将强有力推进中国工业碳达

峰与碳中和，数字化技术加持下，工业要素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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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率提升显著，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均有效减

少，实现了节能降本与提质增效。由此可见，能源

革命与数字革命的深度融合，绿色低碳经济与加速

推进的数字经济的相互碰撞，为工业新发展格局的

构建指明了新方向。从“双碳”目标的提出到碳达

峰行动方案正式推出，中国一直将工业领域碳达峰

作为重点任务，工业领域要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

要求，充分挖掘数字经济降碳潜力以使其在工业减

碳运动中发挥“乘法”效应，加快实现工业领域数字

与低碳转型。

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也是工业活

动的主要聚集地和CO2的主要源地。那么，数字经

济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发展进程中能否释放降碳

促经的双重红利？数字经济能否对城市工业碳生

产率发挥赋能效应？如果赋能效应存在，数字经济

影响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针

对这些问题的解析与探讨对于丰富数字经济理论

体系、实现城市工业节能减碳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2.1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自提出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

点议题，现有研究多数集中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

长、技术创新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具体如下：①
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早期研究主要从人工智能[4]、

互联网[5]、电信基础设施[6]等信息基建角度探究数字

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荆文君等[7]从宏观和微

观双重视角剖析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等多种

数字化技术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及影响

机制，为后续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研究从数

字交易视角，就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展

开探索，如张勋等[8]认为数字金融的出现推动农村

居民以创业行为改善经济状况，促进中国经济实现

包容性增长。考虑到经济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空

间关联性，赵涛等[9]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从城市层

面探讨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数字经济对

本地和邻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推动作

用。②数字经济的创新激励效应。宏观层面的研

究主要涉及全国、省际、城市、县域等尺度，如许恒

等[10]基于博弈模型，从理论层面解释了数字经济能

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韩先

锋等[11]基于梅特卡夫法则，证实了互联网综合发展

水平与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韩璐等[12]、周青

等[13]分别从地市尺度、县域尺度，验证了数字经济分

别对创新水平、创新绩效的重要驱动作用；也有学

者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探索，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不仅能够有效激励企业通过数字革新等方式进

行创新活动 [14,15]，也能不断激励企业增加创新要素

投入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16]。③数字经济的降污

减排效应。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与节能减排的

关系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Lin等[17]认为互联网的

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显著提高了能源效率和碳绩效。Yang 等[18]发现互

联网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

线，随着雾霾浓度上升，抑制作用越发显著。数字

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钊等[19]基于

城市层面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环境污染间表现

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Cao等[20]证实了数字金

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中国 30省能源

环境绩效的提升，且在信贷和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地

区，数字金融带来的环境红利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数字经济红

利的释放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数字经济能否赋能城

市工业碳生产率尚未可知，其赋能效应的作用机制

有待挖掘。在考虑城市经济活动可能存在空间关

联的基础上，首先，利用非期望超效率EBM模型测

度中国 2011—2018年 284个地级市工业碳生产率，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分析其时空特征；其

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

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并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GS2SLS）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增强结论稳健

性；随后，从结构优化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两方面

评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潜在影响

机制；最后，对其赋能效应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探

讨，为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领域减污降碳和提质

增效提供经验证据。

2.2 理论假说

2.2.1 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数字经济催生了新业态，释放了经济增长新动

能，尤其是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的

建设，为城市工业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路

径。那么工业领域如何借助数字经济浪潮实现提

质增效与减污降碳？首先，依托数字化技术搭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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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信息平台，可以实时收集工业全过程污染物排放

信息[21]，实现精准监测与污染信息透明化，加强了政

府与公众对工业污染的规制效应，督促工业领域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污染物综合处理率；其次，数字

经济通过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动态收集工业资源要

素投入信息[22]，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与配置效率，

加快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获取经济效益[23]，同

时极大地减少了能源浪费和损失[24]，规避了高耗能、

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引发的高碳排放问

题；再次，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依托数字化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19]，发挥资本

配置效应限制资源向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流动，通过

提高融资效率、加大绿色研发扶持力度等方式推进

企业节能技术改造[25]，一定程度上倒逼工业部门绿

色转型；最后，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城市间传统

时空距离的桎梏[9]，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城市虚拟

信息网络，增加了城市间经济活动紧密性，提升城

市间资源优化配置[26]，实现区域工业协同减排与绿

色高质量发展。伴随着政府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

的高度重视，可能引发城市间“争上游”现象[27]，即周

边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间以及工业企业

间出现“逐顶竞争”行为，促进本地工业碳生产率改

善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示范效应和警示效应促使周

边地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助力工业碳减排[28]。据

此，提出假说：

H1：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并

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

2.2.2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变革，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29]，进而实

现工业领域低碳转型升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崛

起加快了要素配置合理性、生产流程的高效性以及

产业间的协同性[29]，加之便利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网

络，为传统企业发展带来低成本与高效率优势；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的

快速布局衍生出一系列新业态，高耗能、高污染的

传统企业由于难以突破桎梏逐步被淘汰[30]，促使产

业结构向高水平与清洁化方向不断演进。在中国，

以工业为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

碳排放问题，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带来的“结构红利”

有效提升了单位投入的产出效能，不仅为本地工业

发展带来经济效益，缓解工业化进程造成的资源损

耗和能源浪费[31]，也有助于激发周边地区企业的竞

争意识，提高其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的紧密性，促

进相邻区域工业碳减排，推进工业经济绿色低碳发

展。因此，提出假说：

H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城市

工业碳生产率。

数字经济降碳红利的释放需以绿色技术创新

为“底座”。首先，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平台建设有效

缓解银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透明度的

加深提高了银行对企业状况判断的准确性，增加企

业获取信贷融资机会，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资

金保障 [32]；其次，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冲破资源流动

与共享的时空壁垒，使得许多隐性知识趋于显性

化，促进绿色信息、低碳技术等资源在供应链上下

流动与融合的同时，可能会衍生出新的思想，为城

市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信息支撑[33]；最后，数字经济的

发展加强了各地区企业与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合

作[34]，激发各主体绿色技术创新动力并形成技术合

力，进而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绿色

技术创新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能够改善能耗结

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加快工业向清洁集约

方向转型步伐。此外，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节能技

术、末端处理技术等在工业领域的运用[35]，推动企业

开展绿色生产与研发，并且改善末端治理能力，技

术红利下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有所提高。因此，提出

假说：

H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

工业碳生产率。

由于中国在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等

方面存在区位差异 [35,36]，数字经济兴起所释放的经

济与环境效益可能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①东部

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37]，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和

较好的减碳技术，加之工业企业间的相互激励和约

束机制[38]，极大促进了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的

改善。同时，通过城际间技术流动等方式，周边城

市数字经济的空间减碳红利得到充分释放。②中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工业集聚地和化石能源消费高

地[37]，具有较大的降碳空间。现阶段地区数字经济

尚处于迅猛发展期[34]，各城市致力于依托本地有限

资源及虹吸周边要素等方式推动工业数字化，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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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经济红利的基础上加快实现本地工业减碳，对周

边区域尚无法产生溢出带动效应。因此，数字经济

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受到区位

因素的限制。

人力资本是体现创新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12]，

是数字经济红利释放的重要支撑。但由于现阶段

中国科创人才分布失衡、流动性偏低等现象严重[39]，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也可能受到地区

创新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相较于低人才集聚区，

人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不仅满足了数字经

济突破式发展对创新环境的需求，更有利于数字经

济成果转化[40]，为数字经济依托创新要素实现工业

经济与环境双赢局面提供了动力支持；另一方面，

高人才集聚区拥有更多的交流、学习与提升机会，

吸引大批人才自愿从周边城市流入[41]，集聚效应下

数字经济的潜力释放更加充分，但虹吸效应下周边

城市创新环境逐渐弱化，因此未能带动城际间协同

发展。综上，提出假说：

H4：受城市区位与创新环境的影响，数字经济

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考虑到城市间交流与合作的紧密性，因此有必

要将空间效应纳入模型，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城

市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具体设定如下：

cpi, t = α0 + α1∑
j = 1

n

Wijcpi, t + α2digei, t + α3∑
j = 1

n

Wijdigei, t +

α4 Xi, t + α5∑
j = 1

n

Wij Xi, t + μi + ηt + εi, t

εi, t =ψ∑
j = 1

n

Wij εi, t + νi, t

（1）

式中：cpi, t 表示城市 i第 t年的工业碳生产率；digei, t

表示城市 i第 t年的数字经济水平；Wij 表示城市 i和

j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采用邻接矩阵[42]、地理距离

矩阵[43]、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复合矩阵[44]进行

回归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Xi, t 表示控制变量；

α0 - α5 均表示待估计参数；μi 和 ηt 分别表示城市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 t 和 νi, t 均表示随机误差

项；ψ表示空间残差自回归系数。

基于此，参考彭山桂等[45]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

机制，具体如下：

Mi, t = ϕ0 + ϕ1digei, t + ϕ2 Xi, t + μi + ηt + εi, t （2）

cpi, t = β0 + β1∑
j = 1

n

Wijcpi, t + β2digei, t + β3∑
j = 1

n

Wijdigei, t +

β4Mi, t + β5∑
j = 1

n

Wij Mi, t + β6 Xi, t + β7∑
j = 1

n

Wij Xj, t +

μi + ηt + εi, t

（3）

式中：Mi, t 表示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s）和绿色

技术创新（green）；ϕ0 - ϕ2 、β0 - β7 均表示待估参

数；其余变量含义与公式（1）一致。

3.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工业碳生产率（cp）。鉴于全要

素框架能够反映出多要素高效配置下，工业领域是

否能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污染排放最小化的

双赢局面，将工业投入产出要素纳入分析框架，运

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测算城市工

业碳生产率。其中，投入要素为工业资本存量、工

业劳动力、工业土地利用、工业能源投入和工业水

资源投入情况[46-48]。①工业资本存量（K）。根据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房地

产投资额的差值进行平减得到不变价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随后采用永续盘存法对 284个地级市的

工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②工业劳动力（L）。以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与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差值来衡

量。③工业土地利用（A）。选取工业用地面积进行

表征。④工业能源投入（E）。以各地级市工业用电

量为代理指标。⑤工业水资源投入（S）。采用城市

供水总量减去居民用水量估算得到。产出要素方

面，以平减后的各地级市工业生产总值（GDP）作为

期望产出，碳排放量（TC）和环境损害指数（ER）作为

非期望产出。其中，碳排放量通过城市工业天然气

消耗量、工业液化石油气消耗量以及工业电力消耗

量与各自的碳排放系数乘积之和得到；环境损害指

数基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烟

粉尘排放量指标，采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测算得到[49]。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e）。由于数据获取

等方面的局限性，城市层面数字经济的测量尚未有

统一标准，多数学者运用赵涛等[9]的评价体系和测

算方法对城市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度。基于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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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欧盟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财新中国数字经济指标

体系、中国（苏州）数字经济指数、赛迪中国数字经

济指数指标体系等多个国内外测度体系，构建中国

城市数字经济水平评价体系（表 1），并利用熵权

TOPSIS法进行测度。

（3）中介变量：①产业结构升级（is）。产业结构

高级化不仅限于产业比例的改变，更需关注劳动生

产率提升。因此，参考袁航等[50]的研究，采用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质量加以测度。②绿色技术创新

（green）。鉴于专利申请数比授权数更能准确反映

城市的创新水平[51]，以各地级市绿色专利申请数取

对数来表征。

（4）控制变量：①城市规模（lnps）。采用城市人

口密度取对数表征[52]，城市规模扩张虽然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城市经济运行效率改善，但也会因能源消

耗增多、消费需求扩大等现象城市环境产生下行压

力。②工业企业规模（lnfirm）。用城市工业企业数

目取对数衡量[53]。城市工业企业数目增多会带来严

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阻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③
工业集聚水平（lnae）。采用工业密度取对数衡量

城市工业集聚水平 [54]。工业集聚产生的“虹吸效

应”能够加强要素在工业领域流动与共享，降低过

度消耗引发的污染问题，但过度集聚也会造成“拥

挤效应”，引发环境负外部性。④对外开放水平

（fdi）。利用历年实际使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对

外开放为高污高耗企业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

区转移提供了渠道，不完备的环境规制政策无法约

束进入企业对资源的依赖，致使碳排放问题加剧。

⑤财政分权（fin）。以城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衡量。财政分权程度被认为是影响经济与环境效

益的重要因素[55]。⑥科技投入（te）。用城市科技教

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科技创新有助于

提高工业科技进步水平与效率，控制污染物排放。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2011—2018 年中国 284 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为研究样本（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自治区、港

澳台地区）。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相关的专利数据取

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网站，绿色专利数据通

过识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绿色专

利清单》中的 IPC 代码统计而得，其余指标均取自

2012—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省市统计年鉴

和CSMAR数据库。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4 结果与分析
4.1 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演变特征

2011—2018年，中国工业碳生产率总体呈现出

波动性增长趋势，年均增长 1.04%。分时期来看，

2011—2014 年和 2015—2018 年工业碳生产率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4.16%和11.54%。分城市来看（如表

3所示），中国各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存在

着较大差异。工业碳生产率高值城市（年均值>

0.900）中，西北地区的陇南市（1.091）和固原市

（1.069）年均值最高，可能源于两市产业类型以特色

农业、文化旅游等为主，工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相对较小；黄河中游的安康市、鄂尔多斯市和商洛

市年均值位列第5、7、8名；其余4个城市为黑河市、

三亚市、张家界市和丽江市，分别来自不同的区

域。近 1/3的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年均值颇低（不足

0.100），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居多（因篇

幅原因未列出）。从增长率来看，尽管东莞市、深圳

市、枣庄市、娄底市、三门峡市、珠海市和孝感市7个

表1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一级指标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二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基础

数字创新能力

数字化应用

三级指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户/百人）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户/百人）

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万元/人）

计算机和软件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占比/%

每万人数字经济相关专利数/（件/万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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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工业碳生产率均值未达到0.90以上，但均实

现了 30.00%以上的年均增长。此外，宣城市、宜春

市等个别城市的工业碳生产率年均降速超过

20.00%，可能是工业资本投入及用电投入不合理造

成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冗余量增多所致，因此，工

业低碳转型发展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

力度为前提。综上，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存在较

大提升潜力，区域间的协同减排力度亟需加强。

4.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表 4展示了基于全局Moran’s I指数的城市工

业碳生产率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2011—

2018年间，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全局莫兰指数

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在工业碳生产率相

关研究中有必要将空间因素纳入考量范围。而且，

从指数值大小来看，样本期内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Moran’s I指数呈现波动性降低态势，表明工业碳生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cp

dige

lnps

lnfirm

lnae

fdi

fin

te

is

green

观测值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2272

最小值

0.007

0.025

1.629

2.996

2.457

0.001

0.015

0.016

0.001

3.689

最大值

1.574

0.614

7.882

10.631

11.856

0.773

6.041

0.372

3.430

11.007

均值

0.213

0.200

5.750

6.574

7.525

0.020

0.247

0.196

0.276

8.358

标准差

0.238

0.080

0.915

1.092

1.546

0.029

0.272

0.042

0.211

1.191

表3 2011—2018年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均值

Table 3 Average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2011-2018

城市

陇南市

固原市

张家界市

三亚市

安康市

丽江市

鄂尔多斯市

商洛市

黑河市

均值

1.091

1.069

0.998

0.975

0.972

0.935

0.920

0.916

0.907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增长率/%

-0.81

-8.12

6.17

0.42

2.51

-10.13

6.89

5.68

0.56

城市

东莞市

深圳市

枣庄市

娄底市

三门峡市

珠海市

孝感市

宣城市

宜春市

均值

0.166

0.672

0.111

0.159

0.417

0.209

0.108

0.294

0.233

排名

110

19

167

116

35

91

176

50

75

增长率/%

62.76

54.64

41.17

33.68

32.35

31.35

30.49

-27.97

-26.48
注：由于篇幅限制，此处只列出工业碳生产率均值高于0.900、增长率大于30.00%和负增长率大于20.00%的3类城市。

表4 2011—2018年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全局自相关检验结果

Table 4 Global auto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of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2011-2018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2011

0.048***

10.083

0.000

2012

0.064***

13.219

0.000

2013

0.049***

10.469

0.000

2014

0.047***

9.897

0.000

2015

0.054***

11.375

0.000

2016

0.049***

10.422

0.000

2017

0.034***

7.349

0.000

2018

0.031***

6.766

0.000

注：***表示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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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相似地市的空间集聚水平有所下降。

为进一步探究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局部空间

自相关特征，选取 2011 和 2018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

截面，绘制Moran’s I散点图（图 1）。可以看出，中

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空间分布并非随机，而是表现

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即存在高度的空间自相关

性，呈现出碳生产率水平高值城市集聚或低值城市

集聚的空间分布态势。相较2011年，2018年高高集

聚区的空间格局与城市数量进一步扩大，而低值区

域面积与城市数量随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明显缩小。

图1 2011和2018年城市工业碳生产率Morans’I散点图

Figure 1 Morans’I scatter plots of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2011 and 2018

4.3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基准回归

结果

4.3.1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借鉴Elhorst[58]、韩峰等[59]的检验思路，对模型的

适配性进行估计（表5）。LM检验、稳健性LM检验

结果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工业碳生产率

空间关联性的存在，证实了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的合

理性。Wald 检验、LR 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拒绝原假设，故选取 SDM 模型。Hausman 检验的

统计值为 133.410，P 值为 0.000<0.01，通过了 1%的

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故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较

合适。因此，最终选取固定效应 SDM 模型进行

分析。

选取SDM的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

固定效应分别进行回归估计，以探究数字经济对工

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表 6回归结果显示，城市

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自相关系数Spatial rho显著为

正，表明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正向空间外溢效

应显著，意味着本地工业碳生产率的改变会对周边

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城市工业碳

排放治理过程中不能只针对单一城市展开，应该采

取城际联防联控的减排策略，避免出现城市间工业

碳排放“泄露现象”，分析结果进一步佐证了研究工

业碳生产率时加入空间因素考虑的必要性[58]。表5

中 LR_SDM_ind 和 LR_SDM_time 的统计值均通过

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故应选取时空双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后续分析。结果显示，加入空间

因素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433，且在1%水平

下显著为正；数字经济的空间交互项系数（W×dige）

亦显著为正，表明样本城市在空间上存在外生的数

字经济交互效应，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表5 空间计量模型适配性检验结果

Table 5 Suitability test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检验方法

LM-lag

Robust-LM-lag

LM-error

Robust-LM-error

Wald_spatial_lag

Wald_spatial_error

LR_spatial_lag

LR_spatial_error

Hausman检验

LR_SDM_ind

LR_SDM_time

统计值

27.431***

127.320***

314.251***

414.139***

24.670***

23.240***

23.290***

24.830***

133.410***

25.830***

2629.04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2

0.002

0.001

0.000

0.00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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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综上，在考虑了城市空

间关联后，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依然成立。

表 7为效应分解后的估计结果。其中，直接效

应反映了数字经济等变量的变动对本地工业碳生

产率的影响，间接效应则用于描述本地数字经济等

变量的变动对其他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外溢

情况，总效应则揭示了数字经济等变量的变动对全

部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可以看出，无论是直

接效应、溢出效应还是总效应，数字经济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工业

碳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带动近

邻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即对中国城市工业碳

生产率总体上起到积极的改善作用。

就控制变量来看，城市规模（lnps）的直接效应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人口密度增长引发了严重的城

表6 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dige

lnps

lnirm

fin

fdi

lnae

te

W×dige

W×lnps

W×lnfirm

W×fin

W×fdi

W×lnae

W×te

Spatial rho

Loglikelihood

N

cp

（1）普通面板模型

0.507***

(3.33)

-0.060

(-0.85)

-0.057***

(-4.58)

-0.043**

(-3.08)

0.051

(0.44)

0.023***

(2.94)

-0.105

(-0.81)

2272

（2）空间固定效应

0.448***

(3.11)

-0.052

(-0.73)

-0.044***

(-3.31)

-0.044***

(3.29)

0.002

(0.01)

0.025***

(3.40)

-0.025

(-0.20)

-0.188

(-1.08)

0.243

(0.51)

-0.128

(0.07)

-0.081

(-0.92)

2.251**

(2.07)

-0.046

(-1.44)

0.465

(1.13)

0.644***

(7.12)

1969.607

2272

（3）时间固定效应

1.128***

(9.74)

-0.064***

(-7.05)

-0.141***

(-23.63)

0.107***

(5.77)

-0.162

(-1.06)

-0.006

(-1.03)

-0.158

(-1.23)

0.491*

(0.55)

0.287***

(3.24)

0.213***

(3.13)

0.382*

(1.75)

-5.622***

(-3.21)

0.011

(0.18)

-0.412

(-0.38)

0.556***

(4.58)

668.003

2272

（4）时空双固定效应

0.433***

(3.01)

-0.056

(-0.79)

-0.048***

(-3.60)

0.046***

(-3.38)

-0.009

(-0.08)

0.026***

(3.42)

0.020

(0.16)

5.231***

(3.28)

0.365

(0.65)

-0.074

(-0.77)

-0.024

(-0.16)

1.681

(1.42)

-0.033

(-0.44)

-3.957***

(-3.25)

0.342**

(2.12)

1982.523

227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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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拥挤效应，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加快了工业生产

活动，一定程度上城市工业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改

善。工业企业规模（lnfirm）和财政分权（fin）对本地

工业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部分原因是本

地庞大的工业规模加之周边城市高污高排企业的

流入，给本地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排放；而财政分权

程度的提升虽然能够发挥“看得见的手”在城市工

业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但也会由于“政治锦标

赛”等因素，过度注重经济绩效而忽视了减污降碳

的重要性。对外开放水平（fdi）的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均为负，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各城市都

积极引进外资，但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盲目追

求经济增长，致使环境规制政策及环保规范让位于

招商引资，为了广泛吸引外资放低了环境规制和碳

排放门槛，外商投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整体上不

利于工业碳生产率发展，并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

率产生抑制作用[59]。工业集聚（lnae）促增了本地工

业碳生产率，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为

负，但不显著，原因在于工业集聚产生的“虹吸效

应”超过了“拥挤效应”，促进了创新要素在本地工

业企业间流动与共享，降低过度消耗引发的污染问

题。科技投入（te）对本地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并不

显著，可能源于在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

中，用于能源效率改进、绿色环保技术方面的科技

投入资本占比较少[59]，且具有针对性不足、使用效率

低下、市场扭曲等缺陷，因此尚未发挥降碳效应。

4.3.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赋能效应的可靠性，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替换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空

间权重矩阵选择差异对空间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影

响，进一步构建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地

理复合矩阵证实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空间外

溢效应的稳健性，结果如表 8 列（1）-（3）。可以发

现，不同空间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

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 1%水平下显

著为正，3种效应的作用方向与表7中的估计结果完

全一致。从效应大小来看，间接效应水平均高于直

接效应。②替换被解释变量。利用各城市人均

GDP与工业CO2的比值取对数（lnce）作为工业碳生

表7 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影响估计

Table 7 Impact of the enabling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dige

lnps

lnfirm

fin

fdi

lnae

te

直接效应

0.453***

(3.15)

-0.062

(-1.05)

-0.048***

(-3.33)

-0.045***

(-3.07)

-0.026

(-0.21)

0.026***

(3.49)

0.009

(0.07)

间接效应

8.437***

(2.63)

0.560

(0.60)

-0.147

(-0.80)

-0.062

(-0.20)

-2.762

(1.16)

-0.047

(-0.38)

-6.189**

(-2.34)

总效应

8.891***

(2.77)

0.498

(0.54)

-1.195

(-1.08)

-0.106

(-0.34)

2.735

(1.15)

-0.021

(-0.17)

-6.180**

(-2.35)

表8 稳健性检验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变量名称

dige

控制变量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cp

（1）邻接矩阵

0.920***

(7.82)

0.930***

(4.98)

1.850***

(10.96)

是

（2）经济距离矩阵

0.944***

(8.58)

1.751***

(6.34)

2.695***

(10.29)

是

（3）复合矩阵

0.719***

(6.08)

2.064***

(7.92)

2.782***

(12.16)

是

lnce

（4）替换Y

4.593***

(14.73)

18.294*

(1.65)

22.987**

(2.06)

是

cp

（5）1%缩尾处理

0.637***

(4.29)

11.733***

(3.10)

12.370***

(3.2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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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替代指标，回归结果见表 8 列（4）。③缩尾处

理。列（5）为经过 1%缩尾处理后的样本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不论是直

接效应、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数字经济可以有效

提升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4.3.3 内生性检验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传统产业营造了合理

高效的绿色发展机制，有助于实现工业领域经济增

长与减排双赢，然而工业碳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城

市，可能具有更完备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条件，更易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此

外，尽管控制了影响工业碳生产率的其他因素，但

仍无法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因此，考虑到以上现象

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邵帅等[60]的研究，采用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进行回归估

计，该方法以各解释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为工具变

量，能够同时控制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

应及内生性问题。表9呈现了以三阶空间滞后项作

为工具变量的GS2SLS估计结果，城市工业碳生产

率的空间滞后项在 1%水平上显著，数字经济对城

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空间

GMM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

空间滞后项以及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

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H1得到验证。

4.4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4.4.1 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H2和H3，参考彭山桂等[45]的研究，进一

步探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传导机

制，表 10展示了地理距离矩阵下的机制检验结果。

其中，列（1）-（3）为结构优化效应检验结果，列（1）

已经证实了数字经济（dige）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cp）的赋能效应；列（2）中，数字经济（dige）的系数

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0.308），表明数字经济带动

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加快产业内部要素

与结构调整，同时产业间的耦合协调性显著提升。

列（3）显示，产业结构升级（is）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cp）的影响系数为 0.082，且在P<0.01水平下显著，

此外，数字经济（dige）的系数为0.411<0.433，表明产

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降碳促经红利释放过程中

起到传导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渗透、集约资

表9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endogeneity tests

dige

Spatial rho

控制变量

Loglikelihood

N

（1）GS2SLS

0.117***

(3.12)

1.098***

是

1055.381

2272

（2）SPGMM

0.300***

(4.97)

0.021***

是

514.868

2272

表10 传导路径检验结果

Table 10 Test results of indirect paths

dige

is

green

Spatial rho

控制变量

dige空间滞后项

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

Loglikelihood

N

cp

（1）

0.433***

(3.01)

0.342**

(2.12)

是

是

是

1982.523

2272

is

（2）

0.308***

(2.20)

是

2272

cp

（3）

0.411***

(2.86)

0.082***

(3.63)

0.342**

(2.12)

是

是

是

1989.092

2272

cp

（4）

0.433***

(3.01)

0.342**

(2.12)

是

是

是

1982.523

2272

green

（5）

0.098

(0.44)

是

2272

cp

（6）

0.437***

(3.03)

-0.025

(-1.20)

0.339**

(2.10)

是

是

是

1983.963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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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协同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

绿色低碳等高级化方向转型[34]，有效改善工业部门

的产出效益与能源结构，促进产业结构降碳效应的

发挥，至此H2得到验证。列（4）-（6）为绿色创新效

应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dige）对绿色技

术创新（green）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意味着数字经

济尚未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城市工业碳生

产率，这与 H3 并不完全一致。绿色技术创新风险

与成本较高，短期内无法覆盖城市工业经济的遵循

成本，创新驱动效应还未显现。表11列示了邻接矩

阵下的传导机制稳健性检验结果，产业结构升级

（is）的部分中介效应仍然显著有效，而绿色技术创

新（green）尚未发挥显著机制作用，证实了传导机制

结论的稳健性。

4.4.2 异质性分析

（1）城市区位异质性。由于各地区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同区域

的数字经济红利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据此将284个

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分析不同区域

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异质性，

结果如表 12列（1）和（2）所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本地和邻地工业碳生

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数字经

济发展较早且水平较高，这一优势条件不仅有助于

本地数字经济发挥降碳效应，也对周边城市工业碳

生产率具有显著辐射带动效应，数字红利得到充分

释放。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特征显著，城市在基础

设施、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等方面相对较弱，一方面

表11 传导路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11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indirect paths

dige

is

green

Spatial rho

控制变量

dige空间滞后项

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

Loglikelihood

N

cp

（1）

0.505***

(3.53)

0.105***

(3.71)

1978.873

2272

is

（2）

0.308***

(2.20)

是

2272

cp

（3）

0.477***

(3.34)

0.083***

(3.62)

0.101***

(3.59)

是

是

是

1987.022

2272

cp

（4）

0.505***

(3.53)

0.105***

(3.71)

1978.873

2272

green

（5）

0.098

(0.44)

是

2272

cp

（6）

0.505***

(3.53)

-0.048

(-1.78)

0.106***

(3.77)

是

是

是

1980.508

2272

表12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1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名称

dige

控制变量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cp

（1）东部地区

0.868***

(8.23)

1.132**

(2.52)

2.000***

(4.93)

是

（2）中西部地区

0.395

(1.55)

0.363

(0.98)

0.758***

(2.89)

是

（3）高人才集聚区

0.955***

(8.01)

-1.239***

(-6.51)

-0.284*

(-1.89)

是

（4）低人才集聚区

0.350*

(1.88)

0.392

(1.13)

0.742**

(2.6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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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向周边城市汲取资源，另一方面向周边城市转

移高污染工业企业，以此谋求自身低碳发展，因此

尚未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

（2）城市创新环境异质性。创新环境在促进经

济增长和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人

才环境是评价区域创新环境的重要维度之一。因

此，参考韩璐等[12]的研究，选用人才集聚水平表征城

市创新环境，据此将样本城市划分为高值和低值两

组，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

异质性，结果见表 12列（3）和（4）。直接效应显示，

人才集聚水平高值和低值区域，数字经济对本地工

业碳生产率均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高值区域作用

效果更大。间接效应显示，高人才集聚区数字经济

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虹吸效

应，而低人才集聚区该溢出效果不显著，原因在于：

高人才集聚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周边城

市人才流入，致使外围形成创新洼地，工业降碳面

临人才短缺等瓶颈，因此表现出负向外溢效应；低

人才集聚区本身创新环境相对较弱，数字经济的发

展使研发人员等高知在本地得到重视与充分利用，

致力于本地工业低碳转型，短期内无法产生外溢

效应。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字化技术为载体的新

型经济形态，在催生数字化产业新业态、形成经济

增长新动能的同时，也为工业绿色治理、节能减排

提供了新机遇和新视角。以中国2011—2018年284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揭示数字经济对工业碳

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数

字经济红利释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总体呈波动性提升

态势，但仍存在显著异质性，约1/3的城市年均值颇

低，存在巨大的碳减排潜力与空间。空间特征方面

表现出高度空间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现

象显著，2018年高高集聚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低值

区域面积与城市数量明显缩小。

（2）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且

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数字经济水平的

提升会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增加。

（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释放

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红利，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

程中尚未发挥机制作用。

（4）城市区位与创新环境异质性条件下，数字

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存在空间异

质性。具体来讲，数字经济的正向外溢效应只在东

部地区得到体现，高人才集聚区表现为负向外溢效

应，而中西部和低人才集聚区尚未表现出数字红利

的外溢效应。

5.2 政策建议

为了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的赋能效应，加快形成区域工业减碳合力，基于以

上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1）充分考虑空间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工业绿

色减排方针。各城市应立足于自身发展优势与产

业模式，增强效率高值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

数字化、绿色化手段引导高排低效城市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以消除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同时，工业

领域要加大绿色技术投入，激发与培育减碳新动能

以加快区域协同减碳，从而逐步缩小工业碳生产率

差距，促进工业绿色协同发展。

（2）挖掘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助力城市工业低

碳转型。强化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中心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领域的相

互融合与渗透，推动工业完成变绿计划与减碳目

标。另外，利用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动能助力工业数

字化与低碳化转变，依托数字化技术通过优化要素

配置与能源消费结构等方式缓解工业对生态环境

的压力，充分释放数字降碳红利。

（3）完善数字经济赋能结构与创新机制，提高

城市工业降碳增量。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在优

化生产流程、提高产能效率、加快信息传递等方面

的潜力，合理优化布局城市产业体系，在保证产业

质量与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引导产业结构向智能

化、信息化等高级化方向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支

撑，聚焦开展减碳节能技术研发工作，促进数字经

济绿色技术创新红利的释放，激发创新在城市工业

碳生产率改善中的赋能作用。

（4）破除数字经济与工业减碳城市壁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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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联动机制构建。利用数字经济环境红利的空

间溢出效应，提升其在工业碳生产率方面的空间贡

献。基于城市地理背景、创新环境等特点，加强城

市间的交流合作机制，高数字化城市充分发挥其辐

射带动作用，而低数字化城市调动自身主观能动

性，积极探寻工业增绿提效先进措施与经验，探索

合适的工业低碳转型路径，促进城市工业碳生产率

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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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further promoting urban industry to achieve du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needs to be examin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by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using the methods of unexpected super- efficiency Epsilon

Based Measure (EBM) mod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hina’s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showed an overall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the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are significant, with high- high and low- low agglomerations

coexisting, and spatial disequilibrium still exists. (2)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at is to say, digital

econom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local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but also releases

promoting dividends to the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of neighboring cities through spillover

effect.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tests. (3)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ffect. At presen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not played a

mechanism role. (4)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is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due to urban location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differences. The

digital economy in eastern China has a radiative driving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of surrounding cities, while the high talent agglomeration areas showed a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eliminate

the governance mode of“each party fighting its own battle”,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build an

inter- city gree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break through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o

form joint force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arbon reduc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enabling effect; spatial Durbin model;

mediation effe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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